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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住房因素对城镇育龄群体三孩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 住

房因素对城镇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住房面积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为房产数量; 不同

流动状况、地区的育龄群体在住房因素上对三孩意愿的影响都具有异质性。应持续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强化社

会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断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减轻生育成本，提高城镇育龄群体的三孩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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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生育政策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生调整，但

仍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育龄妇

女规模持续下降，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下降。2020 年

人口普查时点的出生人口为 1 200 万，较 2019 年下

降了 22. 08%;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 3，处于较

低水平。由此可看出，我国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

平，已经进入了 “低生育陷阱”，人口红利逐渐消

失，在现阶段和未来的很长时间将会面临老龄化和

低生育率的问题。同时，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 62 人，比 2010 年 ( 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减少 0. 48人［1］，家庭规模的缩

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家庭

规模的缩小和生育率的降低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密

切关联，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使得生活消费成本和住

房成本也相应提高，对家庭生育起到了抑制作用。

尽管我国已经将“单独二孩”政策 ( 2013年) 修改

为“全面二孩”政策 ( 2016 年) ，但生育意愿并没

有出现较大的反弹，因此 2021年国家又发布实施了

“三孩”政策，以此来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

问题。

生育意愿是生育文化和观念的集中体现，通常

又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三个维度［2］。

住房是居民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与生育成本、生

育意愿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生育行为，目前我国面

临着 “住房难”和 “不敢生”的问题。利用

CGSS2017的相关调查数据，在住房消费成本持续上

升的背景下对三孩生育意愿进行定量分析，了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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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存在的具体关系与影响机制，以及是否存在

群体性差异。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生育意愿影响着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目前学

术界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较为丰富。已有

研究表明，生育意愿不仅受到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

特征的影响，制度政策因素和文化因素也对生育意

愿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

生育政策的调整会引发生育行为的改变。在不

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生育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强度不

同。自 20世纪 80 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

我国的人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生育意愿起

到了积极的抑制作用。但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

况下，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导因

素。目前学界主要从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政策背

景下对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并将两者进行对比分析。

杨菊华［3］对单独二孩政策下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

愿进行分析，得出生育意愿与夫妇是否独生有关，

且对男孩的偏好依旧强烈; 张晓青［4］等研究发现，

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

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一孩性别、年龄、地区、

主观等因素均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

响。由于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已有的研究

结果不尽相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成本

进一步提高，生育文化也发生改变，生育政策的激

励作用逐渐减弱，低生育率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

为此，应对影响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

深层次和综合性的研究。

生育意愿也与生育成本、生育支持密切关联。

现阶段我国的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占据生育成本的

主要部分。生育支持包括了住房支持、生育津贴、

生育假期、儿童照料以及婴幼儿托育服务等。生育

成本的提高会降低居民生育率，生育的社会支持则

会减轻育龄人群的育儿成本，从而影响其生育意愿

和行为。杨克文［5］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生育意愿

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商品房均价每上涨 1%，生育

孩子意愿数下降约 0. 2%。房价上涨会对城镇在婚家

庭的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二孩生育意愿［6］。

靳天宇［7］等发现房价收入比的上升对城镇人口生育

率具有负面影响，且影响还在不断扩大。除了从房

价的角度分析外，还有学者从住房消费角度切入，

分析购房消费和不同住房类别对生育的影响。张

晖［8］等在分析家庭二孩生育时引入流入地购房指标，

并得出购房和房贷消费对二孩生育产生财富效应，

而租房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李勇辉［9］等从住房类型

分析发现，保障性住房、产权性住房对生育均有着

正向的溢出效应。住房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还受到地

域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影响。李金锴［10］等在研究城市

集聚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过程中发现，大城市的

生活成本抑制了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但儿童数量

的空间差异随适育妻子年龄增长逐渐缩小。因此，

在住房因素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研究中引入地区因素

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生育意愿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如

就业类型、居住质量、社会资本、社会福利和城市

公共服务等，但关键因素还是经济因素。由于政策

的时效性，研究者多从 “二孩”或 “全面二孩”的

政策背景或房价视角进行分析，而有关不同类型的

城市住房保障与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影响机制研

究并不多，忽视了住房面积和房产数量等具体住房

情况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

焦点。综上，提出假设:

H1: 总体来说，住房因素对三孩生育意愿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住房因素各项子变量的影响具

有区别;

H2: 在育龄人群中，未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之

间的三孩生育意愿存在差异，流动人口由于社会福

利不均等和经济成本较高等，三孩意愿更低;

H3: 不同区域育龄人群的住房因素对三孩生育

意愿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东部省份由于住房成本高

昂，住房因素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定和模型构建
( 一) 数据来源

数据 来 源 于 2017 年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 数据库，该

数据库以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为核心，使用全国统

一的问卷调查社会成员的人口属性、个体特征、社

会经济特征、社会态度、社会认同、社会网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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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特征等，总结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已经成

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调查样本取

自全国 28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不含海南、西

藏、新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中国台湾，样本

量为 12 582个。由于农村与城镇的住房状况具有很

大差异，将研究对象筛选为城镇居民样本。在人口

统计学上，认为女性生育年龄一般为 15 ～ 49 岁，且
CGSS2017的调查对象为 18 周岁以上，故最终样本

的年龄段为 18～49岁。剔除相关变量中存在数据异

常和缺失的样本后，共得到有效样本 3 613个。

( 二) 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三孩生育意愿 ( M－child) 。该

变量指标主要来自于 CGSS2017 数据库中的相关问

题: “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

子?”并将回答 0、1 和 2 个的视为未有三孩意愿，

赋值为 0; 回答 3 个及以上的视为具有三孩意愿，

赋值为 1。在研究中剔除回答 “无所谓” “不知道”

和“拒绝回答”等数据异常的样本。

2. 核心解释变量: 住房面积 ( HA) 和房产数

量 ( NP) 。根据受访者对问题 “您现在住的这座住

房的套内建筑面积”的回答得出样本的住房面积，

房产数量则对应着 CGSS2017 问卷中的 “目前您总

共拥有几处房产 ( 包括与他人共同拥有) ”这一

问题。

3. 控制变量。控制人口属性变量和社会经济变

量。人口学特征变量主要选取了性别 ( Sex) 、年龄
( Age) 、民族 ( Nation ) 、户口性质 ( Identity ) 、婚

姻状况 ( Marriage) 、受教育程度 ( Education ) 等;

社会 经 济 特 征 变 量 主 要 包 括 家 庭 收 入 水 平
( Income) 、基本医疗保险 ( Bmi ) 、基本养老保险
( Bpi ) 、商业医疗保险 ( Cmi ) 、商业养老保险
( Cpi) 和工作性质 ( Work_type) 等。考虑到年龄对

三孩意愿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年龄的平方项亦

加入回归。为避免家庭总收入的数据差异太大，取

自然对数。具体的变量及其赋值可见表 1。

( 三) 模型构建

因被解释变量三孩意愿为二分类变量，采用二

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住房状况对三孩生育意愿

的影响。设被解释变量为 y，当 y取值为 0时表示没

有意愿生育三孩，取值为 1时表示有意愿生育三孩。

影响 y的 k个解释变量分别记 X1、X2……Xk，居民 j

有三孩意愿的条件概率 P ( y = 1) = Pj，则 1－Pj 表

示居民没有三孩生育意愿的概率。具体的函数如下:
表 1 变量及其赋值

Tab. 1 Variables and assignments

变量 变量名称 赋值

被解释
变量

三孩生育意愿
( M－child) 未有三孩意愿= 0，有三孩意愿= 1

解释变
量

住房面积
( HA) /m2 连续变量

房产数量
( NP) /个 连续变量

控
制
变
量

人
口
学
特
征

性别( Sex) 女性= 0，男性= 1

年龄( Age)
2017 年减去样本出生年，且样本
年龄段为 18～49岁

民族( Nation) 少数民族= 0，汉族= 1

户口性质
( Identity)

农业户口( 包括了居民户口( 以前
是非农业户口 ) ) = 0，非农户口
( 包括了居民户口( 以前是非农业
户口) ) = 1，剔除属于军籍、没有
户口和其他的样本。

婚姻状况
( Marriage)

未婚= 0，已婚 /同居 = 1，剔除其他
无关的样本。

受教育年限
( Education)

按照受教育年数来测量，没有受
过任何教育 = 0，接受过小学或者
私塾教育 = 6，初中文化程度
( Education_cz) = 9，普通高中、中
专、职业高中、技校( Education_gz)
= 12，大学专科 ( Education_dz) =
15，大学本科文化程度 ( Education
_ dx ) = 16，研 究 生 及 以 上
( Education_yjs) = 18，转换成连续
变量。

社
会
经
济
特
征

家庭年收入
( Income) 取数值的自然对数

基本医疗保险
( Bmi) 未参加= 0，参加= 1

基本养老保险
( Bpi) 未参加= 0，参加= 1

商业性医疗保
险( Cmi) 未参加= 0，参加= 1

商业性养老保
险( Cpi) 未参加= 0，参加= 1

工作性质
( Work_type) 非全职= 0，全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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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 =
exp ( α+∑k

j=1β jXj )

1+exp ( α+∑k
j=1β jXj )

( 1)

1－Pj = 1－
exp α+∑k

j=1β jXj( )

1+exp α+∑k
j=1β jXj( )

= 1+
1

1+exp α+∑k
j=1β jXj( )

( 2)

对公式 ( 1) ( 2) 进行对数转化，得到的 Logit

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ln
Pj

1－Pj
( ) =α+∑

k

j=1
β jXj

+μ j ( 3)

式 ( 3) 中的 α 为常数项，k 为解释变量的个

数，β j 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解释变量对被

解释变量影响的方向和程度，μ j 为随机干扰项，表

示可能对居民 j 的三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潜在

因素。

四、住房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2 所示，具有

三孩意愿的样本占比 8%，反映出目前我国城镇育龄

人口的三孩生育意愿较低。就解释变量而言，受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M－child 0. 08 0. 270 0 1

HA 97. 62 74. 187 6 1 119

NP 0. 66 0. 732 0 8

Sex 0. 47 0. 499 0 1

Nation 0. 95 0. 227 0 1

Age 35. 29 8. 668 18 49

Age2 1 320. 51 604. 937 324 2 401

Education 12. 27 3. 818 0 18

Marriage 0. 78 0. 413 0 1

Identity 0. 49 0. 500 0 1

lnincome 11. 34 0. 907 7 15

Bmi 0. 91 0. 288 0 1

Bpi 0. 66 0. 472 0 1

Cmi 0. 22 0. 417 0 1

Cpi 0. 14 0. 345 0 1

Work_ type 0. 93 0. 260 0 1

注: N= 3 163。

访对象的住房面积均值为 97. 62m2，表明所调查样

本的住房情况较好; 但从住房面积和房产数量的差

值可看出，我国住房不平等现象严重，住房财富分

配不均。从样本的人口学特征来看，受访对象中男

性占比 47%，汉族占比 95%，平均年龄在 35 岁左

右，且已婚人数占比 78%，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2. 27年，调查样本中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占比

相差不大。从样本的社会经济特征看，家庭年收入

取对数后的均值为 11. 34，受访对象家庭整体年收

入为 84 120 元左右; 全职工作者占比 93%; 只有
22%的人参加了商业性医疗保险服务，14%的人参

加了商业性养老保险，说明我国整体的社会保障服

务水平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 二)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如表 3所示，模型 1 是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

基准模型，模型 2 是在模型 1 基础之上加入人口学

特征变量，模型 3 是在模型 2 基础之上加入社会经

济特征变量。

1. 核心变量对于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从

模型 1可看出，住房面积和房产数量均对城镇居民

的三孩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并分别在 1%和 5%的水

平上显著。住房是基本物质生活的保障，住房成本

的上涨会直接增加家庭生活的经济压力，减少生育

行为。而对于在城镇拥有更大面积且不止一处房产

的居民而言，住房面积的增大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服

务条件，房价上涨会带来一定的财富效应，从而增

加生育三孩的意愿。这也就证实了假设 H1。同时，

模型 2和 3 的回归结果显示，通过不断加入人口学

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的控制变量后，住房面积对育

龄人群三孩意愿的影响仍在 5%的水平上显著，但房

产数量这一因素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这一情况可能

与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相关联，房产数量越多，在

为居民带来更多财富效应的同时，也增加了纳税和

房屋照料支出。此外，房产数量通常是一定的经济

实力和财富象征，经济实力雄厚者在一定程度上更

愿意追求生育和抚育孩子的质量。

2. 人口学特征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模型 2

回归结果显示，民族、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

26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21年第 6期



性质等均对三孩意愿产生显著性的影响。首先，相
表 3 住房状况与三孩生育意愿的二分类 Logistic回归结果

Tab. 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between housing

status and three－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s

注: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受教

育程度 ( Education) 类别中“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婚姻状况 ( Marriage)

类别中“未婚”为参照组; 户口性质 ( Identity) 类别中“农业户口”为参照

组; 工作性质 ( Work_type) 类别中“非全职工作”为参照组。

比于少数民族城镇居民，汉族育龄人群的三孩意愿

较低。其次，相比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群，高中

和大专学历的人群的三孩意愿更低。而教育程度处

于首尾部分 ( 初中、大学及研究生以上) 的人群的

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其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对生活

质量的追求有关。低文化程度的人群由于自身人力

资本的劣势，获得较低的经济收入，无法承担高昂

的生育成本; 而高学历人群在生育观念上更加注重

生育的质量而非数量。再次，相比于未婚者而言，

已婚者生育三孩的意愿更低。已婚家庭尤其是已育

子女家庭对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更加了解，

且生活支出一般要大于未婚者。因此，在经济压力

和家庭责任的双重作用下，已婚者生育三孩的意愿

也就更低。此外，相比于非农业户口居民，农业户

口居民更容易受到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生育观念

的影响，三孩生育意愿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

有研究者发现年龄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一种 “倒 U

型”的关系［11］，但是在此回归中年龄因素并未产生

显著性的影响。可能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生育风

险降低，导致各年龄段群体的三孩意愿没有太大

差异。

3. 社会经济特征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模型
3回归结果显示，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

商业性医疗保险、商业性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服务

以及工作性质都对育龄群体的三孩意愿产生显著影

响，但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由表 3 可知，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和商业性医疗保险对三孩生育意愿具有

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产生互补效应; 而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和商业性养老保险对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产生挤出效应。可能的原因是，其一，

购买医疗保险能够让育龄妇女在生育过程中减轻一

定的经济压力，生育成本的降低促使城镇居民三孩

意愿的提高。商业性医疗保险覆盖的健康保险范围

广，能够为育龄妇女提供更便利的医疗服务和优质

的生育保障，以进一步降低生育风险，且其具有一

定的收益效应，对三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二，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养老保障体制的完

善，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养

老方式逐步社会化和多元化。养老保险服务为城镇

居民养老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商业性养老保险能够

在经济层面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以逐渐替代家庭养

老的功能，以此显著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和弱化男

孩生育偏好，故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产生了挤出效

应［12］。此外，居民的工作性质也对三孩意愿产生显

著影响。相比于非全职工作群体，全职工作群体的

三孩意愿要更低。生育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

非全职工作的时间储备更加充分，也就更有愿意选

择生育三孩。

( 三) 稳健性检验: 群体性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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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研究主要是将育龄人群作为一个总体进行

研究，得出住房因素对居民三孩意愿影响的平均效

应。鉴于中国居民具有流动状况差异和显著的地区

差异，为进一步考察住房因素影响城镇居民三孩意

愿的群体性差异，将全部样本分别按流动状况和区

域类型进行划分，以期得到更有意义和可靠的结论。

1. 流动状况方面的群体性差异分析

我国正处在人口大流动的时期，2020 年全国流

动人口为 3. 76亿人，人口流动已成为社会发展不可

逆转的趋势。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流动群体和非

流动群体在经济状况和社会福利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因此，住房因素也会对非流动群体和流动群体产生

差异化影响。

从表 4可知，在控制了居民个体特征和社会经

济特征后，从全样本结果来看，住房因素中的住房

面积与居民三孩意愿存在显著性关系，而房产数量

的影响不显著; 从模型 5 可知，对于非流动群体来

说，住房因素对三孩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从模型 6

可知，对于流动群体来说，住房因素中的住房面积

在 1%的水平上对三孩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

是房产数量的影响仍不显著。也即，在流动样本中，

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三孩意愿就越强烈; 然而在

非流动样本中却不存在这种情况。说明不同的流动

状况下，住房因素对于育龄群体的三孩意愿的影响

的确存在异质性，这也就证实了假设 H2。其可能的

原因在于，相比于非流动群体， 流动群体的社
表 4 住房因素对不同流动状况育龄群体三孩意愿的影响

Tab. 4 The influence of housing factors on three－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in different mobility groups

注: 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会福利保障较弱。流动群体由于自身的流动特性，

其与非流动群体在城市住房福利和保障方面具有差

异性，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较高，经济压力的增加

导致流动期间的生育成本增大。因此，在住房保障

或其他社会经济保障的需求未得到满足时，住房因

素对流动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而当

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且能获取更优质的服务保障时，

流动群体的三孩意愿会更加强烈。

2. 区域类型层面的群体性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讨论住房因素影响城镇居民三孩意愿

的群体性差异，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

区的样本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就模型
7而言，东部地区样本下的住房面积系数显著，房

产数量系数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居民的住房面积

越大，则育龄群体生育三孩的意愿越强烈，房产数

量对三孩意愿则无显著关系; 从模型 8、10 可知，

中部和东北地区样本下的住房因素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住房因素对中部和东北地区育龄群体的三孩意

愿无显著影响; 根据模型 9 的回归结果来看，西部

地区样本下的住房面积系数不显著，但房产数量系

数显著，说明房产数量对西部地区育龄群体的三孩

意愿有显著影响，但住房面积影响不显著。通过对

样本类别进行分别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全样本回归

基本一致，也证实了研究假设 H3。

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居民的住房面积

对三孩意愿产生更大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东部地

区的住房消费水平、房价和房产的投资价值都要高

于中西部地区，能吸引更多人进行住房投资，形成

较强的投机需求。因此在房产数量方面，东部地区

受住房限购政策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房

产数量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小，住房面积则对房产

数量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在住房限购政策下，消

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更大面积的住房。住房面积越大，

越能更好地满足三孩生育的条件，并减轻育龄群体

生育的住房压力。相比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由于

住房消费、经济收入和住房投资价值较低，且住房

限购政策相对宽松，房产数量不平等程度更加明显，

对住房面积起到替代效应。同时，房产数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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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住房价值的增大，住房价值增大所产生的经
表 5 住房因素对不同地区育龄群体三孩意愿的影响

Tab. 5 The influence of housing factors on the three－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in different regions

注: 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济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育三孩的经济成本，

因此房产数量对于育龄群体生育三孩意愿的正向影

响就更加显著。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基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CGSS2017 )

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

析了住房因素对城镇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的影

响。第一，总体来看，住房因素对城镇育龄群体的

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住房面积对

于居民三孩意愿的正向影响要大于房产数量。第二，

不同流动状况的育龄群体在住房因素对三孩意愿的

影响具有异质性。相比于非流动群体，住房面积对

流动群体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加强烈。第三，

不同地区的育龄群体在住房因素对三孩意愿的影响

也呈现出差异性。中部地区的住房因素系数均不显

著。相比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住房面积

与育龄群体生育三孩的意愿呈正相关; 相比于中、

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的房产数量对育龄群体生

育三孩的意愿更显著。

因此，应改善居民住房状况，强化社会公共服

务、生育配套措施供给，提高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

具体地: ( 1) 持续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增加保

障性住房供给。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满足

流动人口和青年的住房需求，使得流动人口在住房

保障和住房福利等方面得到公平对待。 ( 2) 不断强

化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减小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差距。重视住房的区域

不平等问题，因地制宜地加强税收和住房的政策支

持，避免公共服务过度资本化引发的房价过高现象。

( 3) 住房是生育的基本保障，也是社会保障的其中

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政府要不断完善全面的配套服

务，通过加强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将婚嫁、生育、

养育、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进行一体化考虑。

治理婚嫁的不良社会风气，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体

系，完善生育假期设计，加强住房的经济支持，进

而减轻育龄群体的生育成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

和医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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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Housing Factors on the
Three－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17 Data

ZHU Xiangfa
(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in 2017，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ousing factors on the three－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among urban childbearing age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housing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hree-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 of urban childbearing age groups．

On the whole，the housing area has the most prominent impact，followed by the number of real estate． The influence

of housing factors on the willingness of three children is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mobility status and different regions

and provinces． Based on this，it is suggested to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urban housing system，strengthen

the supply level of social public services，continuously strengthen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childbearing，reduce the

cost of childbearing and strengthen social support for childbearing，so as to improve the three－child willingness of

urban childbearing age groups．

Key words: housing factor; three－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housing area; the number of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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